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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将于 2021 年 10 月在我国云南省昆明市召

开，并且还将同期举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和公

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会

议，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不懈努力不仅取得

了巨大的成就，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同时，随

着国家政策导向开始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我国新时

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整体性发展也将是我国环境法治建设的内容。在此背

景下，本文围绕在新发展阶段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需

要何种法律体系来作为支撑、如何整合和构建我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立法框架等问题，从系统性的角度对相

关问题展开讨论，以期为新发展阶段下我国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制度体系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1  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系统性的法律体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一

个系统工程，要整体谋划，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

协同性。”建设系统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不

仅要以我国政策导向为核心理念，而且还应结合其层

次性、多元性、复杂性等特征构建相应的制度体系，

从而实现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整体性规制。

1.1  推动系统观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实践的展开

系统论思想最早是由奥地利科学家贝塔郎菲于

1935 年提出的，他提出了系统、元素、结构、功能、

系统环境等最基本的系统概论，并提出了系统的研

究方法和原则。该思想侧重于事物中的联系和交互

作用，注意系统内外的结构和功能关系 [1]。《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坚持系统观念，加

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

进等要求也反映出该思想在国家顶层政策设计方面的

体现。在新时期背景下，应从整体性的角度准确把握

拟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关联性，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具

有针对性的问题解决系统，通过该系统各个部分的相

互作用和联系形成解决问题的整体性合力。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

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由遗传（基

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

组成 [2]。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不仅要分别对这三个层

次进行全方位保护，而且在这三个层次之间也要基

于生物多样性系统内部的紧密关联性而进行整体性保

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的构建，不仅以实现法

律制度对生物多样性的整体性保护为目标，而且也要

基于生物多样性不同层次的特征，体现出法律制度对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多元性。也就是说，系统性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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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不仅通过对不同领域法律制度

进行整合、协调，以系统性、整体性的法律体系来解

决复杂性、关联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还通过系

统性的制度体系来推动实现维护生态系统平衡、保障

公众利益、维护国家安全等目标。

1.2  提升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2020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

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

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随着生物安

全被纳入我国国家安全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

物安全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将对我国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产生深刻影响。“人类遗传资源与生物资源安全”被

我国正式实施的《生物安全法》以专章的形式纳入，

也反映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国家生物安全的密切联

系。此外，《生物安全法》对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作提出了总领性、综合性的法治建设要求，构建系统

性的法律体系不仅有助于实现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作的整体性、层次性，也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提升国家

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基于这一背景，系统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

系除了要注重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物种多样性

保护、遗传资源多样性保护以外，还应关注国家生物

安全的内容。根据《生物安全法》第五十三条“国家

加强对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和生物资源采集、保藏、利

用、对外提供等活动的管理和监督，保障人类遗传资

源和生物资源安全”的规定，我国提升生物安全治理

能力的关键主体是国家或者代表国家行使相关职能的

人民政府。随着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责任的明确，一

方面，政府及相关部门被赋予了保护生物多样性、提

升国家安全治理能力的职能，另一方面，《生物安全

法》作为国家层面立法，倾向于总领性、概括性描

述，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履行职能时也将面临缺乏具体

法律依据的困境。在此背景下，构建系统性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法律体系不仅可实现我国生物安全法治建设

的各项要求，而且也为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主

体提供具体可行的履职依据，从而促进我国生物安全

治理能力有效提升。   

1.3  整合现行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资源

虽然国家层面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门立法尚未出

台，但是包括《生物安全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森

林法》《草原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云南省生

物多样性保护条例》在内的国家和地方立法已经为不

同领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制度

支撑。然而，现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还存在立

法目的孤立、立法形式分散等特征，不仅体现了当前

法律体系仍然缺少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系统性考量，

而且也反映出整合现行立法资源的现实必要性。

在现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中，多数法律的

立法目标是对具体领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制度

支撑，缺乏整体性意识。一方面，现行生物多样性保

护法律体系在立法形式上包括了国家层面具体领域的

单行立法、地方性立法，以及存在于其他立法中的具

体法律规范，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分散性特征；另一方

面，由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对象范围广泛、种类多

样，现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在立法目的、法律

原则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难以实现整体性保护。而

要构建系统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不仅要在

立法形式上对现行法律立法进行整合，实现法律规制

与社会需求的衔接，还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生物多

样性整体性保护等方面完善规制目标和理念，从而全

面提升立法的价值。

2  系统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的定位

在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生物多样性保护除了要

实现物种多样性、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以及遗传资源

（基因）多样性的协同保护等以外，还扩展了维护国

家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等内容，这在多方面体现

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系统性特征，也赋予了

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的立法定位新的内涵。

2.1  契合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整体性理念

现代生物技术及产业的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惠益

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人体健康、生态

环境等都受到了潜在威胁甚至现实损害，如何合理引

导、规范发展、预防风险，成为当前各国在积极推动

生物技术及产业发展的同时必须考虑的重点问题 [3]。

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人类开发利用

环境的行为开始对包括生态系统、生物物种、遗传资

源在内的整个自然环境造成巨大损害。为保护自然环

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法律规制作为一种直

接有效的手段开始介入并发挥其积极价值。不同领域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其根本目的并不完全是解决

具体领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还应当是通过对生

物多样性的系统性保护来实现自然环境的平衡发展以

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系统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

律体系则需要分别从立法目标、基本原则与制度、主

体权责等多方面契合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整体性理念。

此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整体性理念除了体现在

对生态系统、生物物种、遗传资源（基因）实现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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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保护以外，还包括因其作为实现生物安全的重要部

分而应当兼顾的国家安全的内容。生物遗传资源安全

在内容上不仅涉及资源安全，也涉及生态安全和社会

安定，对国家安全的维护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4]。在

《生物安全法》明确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内容之

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体系也应当被赋予维护国

家安全内涵，从而在法律规制层面体现对生物多样性

保护整体性理念的贯彻。

2.2  贯彻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部署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

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

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和

稳定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

的“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构筑生物多样性

保护网络”，以及《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

计划（2011—2030 年）》等政策要求，不仅反映了我

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部署，而且为构建系统性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提供了方向。

良好法律功能的实现不仅需要强大的法律制度设

计能力，还需要实施过程中政策的合理运用。法律是

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5]。相比于法律，政

策虽然在制定程序和时效性上能更为灵活、更能符合

社会现实需求，但是在稳定性、执行性、权威性等方

面存在不足。所以实现政策的法律化仍然是实现良法

善治的重要内容，也即“把经实践检验认为成熟和稳

定，且在较长时期内调整规范社会关系的政策，经

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上升为国

家法律，使这些政策获得法律效力和国家强制力的保

障”[6]。在我国已经明确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地位的

背景下，构建系统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并

为各主体提供具体的规范性行为准则，可以在法律规

制的角度实现对政策导向的具体贯彻。

2.3  平衡多元化环境利益

环境利益融合了生态性利益、精神性利益以及环

境经济利益等核心利益，从属性上说包括环境公益和

环境私益。它的复杂性在于不单纯是个体私益的协

调，还涉及了环境公益，正是这种环境利益的公益

属性与私益之间的冲突与变迁，迫切需要法律公平地

重新进行利益配置 [7]。生物多样性保护除了调整人类

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之间

的关系以外，还涉及对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社会主

体权利与行政主体权力、自然资源开发与国家安全保

障等方面的利益平衡。而构建系统性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法律体系，则是在明确生物多样性保护总体性目标

的前提下，运用法律规制手段平衡该领域中多元化的

利益冲突，从而保障法律规制效果与现实社会需求的

协调。

环境法的利益保护与限制就是要防止出现“强者

立法、强者愈强、弱者更弱”的环境社会格局 [8]。生

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利益保护除了注重对生态系统、

生物物种、遗传资源（基因）进行整体性保护以外，

还强调对各主体行为予以合理规制，从而实现各主体

在该领域的利益最大化。一方面，政府代表国家开展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不仅需要依法履职，而且也应避

免政府内部因部门利益冲突而出现的行政孤立现象；

另一方面，公众、专家学者、社会组织等社会主体也

应当被赋予参与权，与行政主体共同寻求生物多样性

保护领域最大化的共同利益。在此背景下，系统性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可以为平衡不同主体之间的

利益冲突，实现政府行政的整体性以及社会主体与行

政主体的互动协作提供可靠的制度依据。

3  系统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的构建路径

新时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任务更具复杂性，

以系统化的制度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整体性将

成为法律体系构建的重要任务。结合我国的现实制度

需求与法治基础，可从以下几方面探寻我国系统性生

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构建的可行路径。

3.1  明确法律体系的整体性目标

我国《环境保护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开

发利用自然资源，应当合理开发，保护生物多样性，

保障生态安全，依法制定有关生态保护和恢复治理方

案并予以实施。”该条款不仅是环境基本法对生物多

样性保护重要性的明确，而且体现出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根本目的不应单纯停留在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层

面，还要注重规范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从而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就是说，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整体性目标应当与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目标相

一致，即通过对生态系统、生物物种、遗传资源（基

因）的协同保护来推动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总体性目

标。在此背景下，法律体系的构建目标对于系统性的

贯彻就不应仅是实现生态系统、生物物种、遗传资源

（基因）的协同保护，还包括了为推动整体性的“保

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等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提供制度支撑。同时，

在生物安全被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的背景下，作为生物

安全重要组成部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也应当被赋予维

护国家安全的内涵，而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也将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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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的重要构建目标。

从综合生态系统的视角来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需考虑系统内的所有构成要素的特性和分布，把握要

素的运行方式及关联，分类调整以驱使其转化产生向

心保护的整体动能 [9]。基于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

的分散性、孤立性等特征，构建系统性的法律体系仍

然需要实现对现行立法的整合、协调，从而实现生物

多样性法律保护由要素保护向系统保护的转变。所

以，系统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的整体性目标，

一方面是与“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

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并且结合当

前社会背景把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作为重要内容纳入

进来；另一方面是为克服我国现行立法体系的分散性

问题实现立法资源的整合协调。此外，实现生态系

统、生物物种、遗传资源（基因）在不同层次、不同

类型的跨领域协同保护也应当是系统性生物多样性保

护法律体系的重要构建目标。

3.2  构建网格联动性的法律体系

通过横纵法律体系的建构，能够促进开放联动的

网状规则运行机制，使法律体系形成“自足自洽的弥

散机制”[10]。现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主要是由

具体领域的相关立法组成，在地方层面有《云南省生

物多样性保护条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生物多

样性保护条例》等极少数地方性立法。国家层面的横

向体系构建方面，现行立法注重对生物多样性保护

具体领域问题的法律规制，并且在立法目的、基本原

则与制度、主体权责配置等方面存在较大不同。此种

法律体系配置一方面体现了法律规制手段的针对性和

效率性，可对不同领域的具体问题进行有效规制；另

一方面，由于不同立法的侧重点不同，立法理念、法

律制度设置存在较大差异，难以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实

现生态系统、生物物种、遗传资源（基因）的协同保

护提供整体性的制度支撑，从而导致法律体系在形式

上的分散性，进而造成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规制的

孤立性。在此背景下，构建网格联动的法律体系可以

把现有立法有序纳入制度体系的网格之中，并且依据

整体性目标确立各立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消弭立法目

标、立法理念等方面的隔阂，从而使生物多样性保护

立法更具系统性与整体性。

在地方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层面，法律体系应该

是一个协调统一的整体，纵向法律规范体系的形成是

国家立法权纵向分配的结果。目前，我国不同层级的

法律规范之间还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应当在宪法

与立法法的统领与协调下，使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相

互契合、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之间互动互补，形成权

限清晰、效力明确的纵向法律结构体系 [11]。虽然我

国地方性立法数量仍然较少，但是基于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空间差异性，今后我国系统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法律体系仍然应当关注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互动互

补。在网格联动的法律体系下，地方生物多样性保护

立法可以获得国家层面立法在立法目的、立法理念、

基本原则与制度等方面的指导，结合本地实际设立的

创新性制度也可以对国家层面立法产生积极影响。此

外，在网格联动的法律体系下，因生物多样性保护目

标在宏观层面保持整体一致，使得地方性立法之间的

互动成为可能，从而为建立跨行政区域的法律规制提

供有益支撑。由此可见，网格联动的法律体系不仅是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进行横纵向的建构，而且注重

各个立法之间的内在互动衔接，从而以更具整体性、

系统性的法律体系来应对更为复杂和多元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问题。

3.3  合理配置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制度

在一般意义上，法律关系即指利益关系。所谓法

律权利、法律义务、法律制裁实际上是围绕利益展开

的，法律权利可以认为是利益获取或扩张的方式，法

律义务是利益的限制或让渡方式，法律制裁是利益的

限制、剥夺或负值方式 [12]。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法

律体系的目的在于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整体性，而

法律制度则为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法律关系提供规

范性准则。在现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中已有较

多的法律制度背景下，系统性的法律体系对法律制度

的配置更强调对现有法律制度的整合协调。在此背景

下，以国家层面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为核心，构建系

统性的法律体系将是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制度合

理配置的重要内容。

目前，我国包括《生物安全法》《野生动物保护

法》《森林法》《草原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在

内的相关立法对于各领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制度

已经有了较多规定，但是在立法目的、立法理念、适

用范围等方面仍然存在差异，较为分散。在此背景

下，应制定国家层面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门立法——

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并以该法为核心对相关制度进行

整合协调，通过综合性、总领性的基本法为法律体系

构建提供依据和准则。在具体制度的整合过程中，应

当明确风险预防、保护优先、全过程管理、分类管

控、公众参与等基本原则，可分别从预防性制度、救

济性制度、管控性制度三个主要方面对现有制度进行

归纳整合，为法律体系的构建提供基本制度框架。

除此以外，现代环境法治应当是建立在“环境

权力—环境权利”二元架构的均衡配置和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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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之上，以多元参与为特征，履行相应的环境义

务，承担相应的环境职责，并以法律责任为保障，追

求合作共治，实现环境治理目标的过程 [13]。可见，除

了立足于法律规制对象的整体性、多元性展开制度整

合以外，明确行政主体与社会主体的权责界限，也是

构建系统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在

此部分，法律体系的制度配置应当更加关注政府行使

职能的整体性，通过弱化和消弭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

冲突，克服部分政府部门之间行政孤立化、零散化现

象，理顺中央政府统一性、权威性与地方和政府部门

辅助性、配合性的职能定位，从而使政府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行政职能真正实现统一和协调。

4  结语

我国新发展阶段背景下，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被

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的

发展也必须依据社会现实需求进行改进完善，在克服

法律滞后性缺陷的同时，为现实社会需求提供制度体

系支撑。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整体性、多元性

现实需求，结合当前的社会背景和法治基础，从系统

性的角度明确生物多样性法律体系的应有定位及构建

路径，不仅符合新时期的政策导向，而且从法律规制

的角度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有益参考。同时，伴随着国

家政策导向的明确，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各项要求

也得以明确，今后，以生物多样性保护法为核心、以

各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国家与地方立法为重要内容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也将不断完善。该领域系

统性法律体系的发展也将基于国家政策的不断发展变

动而呈现出明显的灵活性、动态性发展特征。

参考文献

[1] 汪晓莺 . 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方法与科学发展观方法论价值研究

[J]. 求实 , 2010(2): 30-32. 

[2] 生态环境部 . 生物多样性概念和意义 [EB/OL]. （2010-01-

14） [2021-04-10]. http://www.mee.gov.cn/home/ztbd/

swdyx/2010sdn/sdzhsh/201001/t20100114_184321.shtml.

[3] 秦天宝 . 欧盟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法律保障——以转基因生物

安全管制为例的考察 [J].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 2013, 28(4): 

43-50. 

[4] 于文轩 , 牟桐 . 论生物遗传资源安全的法律保障 [J]. 新疆师范大

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20, 41(4): 58-64. 

[5] 杨宜勇 , 吴香雪 . 政策法律化视角下农村扶贫开发问题研究 [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 2016, 20(6): 87-95. 

[6] 陈庭忠 . 论政策和法律的协调与衔接 [J]. 理论探讨 , 2001(1): 64-

66.

[7] 董正爱 . 社会转型发展中生态秩序的法律构造——基于利益博

弈与工具理性的结构分析与反思 [J]. 法学评论 , 2012, 30(5): 79-

86. 

[8] 钭晓东 . 论环境法的利益调整功能 [J]. 法学评论 , 2009, 27(6): 

84-91. 

[9] 秦天宝 , 袁昕 . 推进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的中国实践 [J]. 生

物多样性 , 2021, 29(2): 220-230. 

[10] 张志铭 . 转型中国的法律体系建构 [J]. 中国法学 , 2009(2): 140-

158. 

[11] 马长山 , 郭海霞 . 治理法治化时代的法律体系重构 [J]. 甘肃社

会科学 , 2016(4): 183-189. 

[12] 李启家 . 环境法领域利益冲突的识别与衡平 [J]. 法学评论 , 

2015, 33(6): 134-140. 

[13] 史玉成 . 环境法学核心范畴之重构 : 环境法的法权结构论 [J]. 

中国法学 , 2016(5): 281-302.

The Ori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of Systematic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DUAN Weiwei
(School of Art and Law,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Zhengzhou 450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national policy orientation putting forward the requirements of achieving the integrity and systematic protection 
of biodiversity, th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the new era not only focuses on achieving the collaborative integrity protection of 
biodiversity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natural ecosystem, biological species and genetic resources (genes), but also emphasiz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balance of natural ecosystem, the national security maintenance and other overall objectives. In this context, the 
legal system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hould also play its due value in promoting legislative practice, enhancing 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integrating existing legislative resources. From a systematic point of view, we should clarify the legal system’s 
proper positioning for implementing the concept of holistic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strategic plan, and 
balancing diversified interests. On this basis, it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systematic legal system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verall goal,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id linkage system, and the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which will 
effectively give play to the institutional support value of China’s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legal system in serving social needs and 
responding to national policy guidance.
Keywords: systematicness;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legal system


